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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已成为国家和中部地区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本文根据改进的熵值法，构建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资源利用、绿色生活等方面对“十二五”期

间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测度。研究结果显示：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平稳上升态

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核心-边缘”的特点，襄阳综合绿色发展水平领先汉江生态经济带其他城市，已成为汉江生态经

济带绿色发展核心城市。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始终将保持经济质量稳步增长作为衡量绿色发展成败的重要指标，环

境治理水平是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必须按照主体

功能区定位推动差异化发展，完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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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是长江北岸最大的支流，干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展延至河南、甘肃、四川、重庆四省市，全长

1577公里，其流域面积达到15.9万平方公里，沿线主要流经陕西（商洛、安康、汉中）、湖北（襄阳、十堰、孝感、

随州、荆门）、河南（南阳）等三省九市。因其地处全国中纬度的腹地，汉江生态经济带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列入2016年3月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标志

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进入国家宏观发展视野。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

五”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与绿色发展”。2017年12月，汉江生态经

济带规划编制工作纳入国家发改委《2017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要点》。由此可见，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

开发与绿色发展已正式成为国家重要区域发展战略，因此科学测度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

平，理性探索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重点路径，不但关系着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

展成效，而且对顺利实施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衔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定位、

建设思路与发展路径的规范研究。汉江生态经济带的定位可概括为“一极四区”，即长江经济带绿色增长

极、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流域综合示范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与世界知名文化旅游区[1]。未来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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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应重点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产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城

镇带建设与新型城镇化 [2]。二是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发展、协同发展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张静等

（2017）运用空间计量工具对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综合效率进行测度，从顶层设计方面提出应进一步

加强规划，引导汉江生态经济带协调、协同发展[3]。关于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学术界尚缺乏较为系统

的论述，涉及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价和提升路径的相关研究成果更是稀少。

鉴于此，本文以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出发点，选取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资源利用、绿色生活四个维度对汉江

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计量分析，以甄别现阶段可能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核心

城市，探索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所

采用的指标体系、研究方法、指标数据的来源与选取；第二部分介绍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测度结果；第三部分为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现有理论成果大多认为，绿色发展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低碳、循环、环保、生态、健康、包容是其应有

之义，包含“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社会福利增进”三大核心要素[4]。因此，评价汉江生态经济带主

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必须构建一个既能反映上述核心要素，又能科学衡量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

发展进程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目前学术界公认较为全面、权威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2016年12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为制定全国各省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评价依

据而联合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资源利用、环境指数、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

生活与公众满意程度等7个一级指标、56个二级指标。本文参考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家绿色发展顶层

设计方案，借鉴吴传清等（2017）[5]采用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绿

色生活、资源利用等4个维度选取28个指标构建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提出相应的绿色提升路径，

目前鲜有学者从该角度对汉江生态经济带进行研究。为了深度挖掘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

评价指标信息，比较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不同维度的绿色发展水平，我们选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

确定指标权重。由于熵值法在确定指标权重过程中已被广泛使用，本文不再赘述权重确定具体过程。权重

结果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襄阳、商洛、安康、汉中、南阳、十堰、孝感、随州、荆门等9个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作为基本测

度对象（天门、仙桃、潜江等3个湖北省直管市由于数据缺失，因此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由于我国在“十

二五”时期（2011—2015年）已对节能能源、节约用地、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

物污染的防治以及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等问题非常重视，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符合绿色经济发展要求[6]，因

此本研究的样本期为2011—2015年，基年为2011年。统计指标数据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6》、《中

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1—2016）、《湖北统计年鉴》（2011—2016）、《河南统计年鉴》（2011—2016）、《陕西

统计年鉴》（2011—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6）、《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2015）、汉

江生态经济带各主要城市2011—2016年相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其中，有关市场价值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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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均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主要城市物价指数进行平减核算。

表1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绿色发展

水平指标

准则层

增长质量(A)

环境治理(B)

绿色生活(C)

资源利用（D）

指标层

人口密度（A1）
经济密度（A2）
人均GDP（A3）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A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A5）
科技和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A6）
人均利用外资（A7）
污水集中处理率（B1）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B2）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B3）
单位GDP工业烟（粉）尘去除量（B4）
每万人拥有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量（B5）
人均道路清扫保洁面积（B6）
人均城市建设维护资金支出（B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1）
人均绿化覆盖面积 (C2)
人均道路面积(C3)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C4)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C5)
每千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C6)
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C7)
用水普及率（D1）
燃气普及率（D2）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D3）
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D4）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水量（D5）
单位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D6）
单位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7）

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量纲

人/km2

万元/km2

元/人
元/人
万元/人
%
元/人
%
km/km2

%
吨/亿元

台/万人

m2/人
元/人
%
m2/人
m2/人
个/万人

座/万人

张/千人

册/百人

%
%
%
hm2/亿元

万吨/亿元

吨/亿元

吨/亿元

权重

0.03554
0.03565
0.03574
0.03573
0.03576
0.03575
0.03569
0.03584
0.03568
0.03584
0.03549
0.03534
0.03568
0.03549
0.03580
0.03541
0.03577
0.03575
0.03576
0.03576
0.03559
0.03582
0.03583
0.03582
0.03587
0.03587
0.03587
0.03587

注：由于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市情区情各异，GDP、产业、人口、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绝对指标相差较大，所以表1中所引用的评价指

标体系采用相对指标来代表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

二、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采用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与增长质量、环境治理、绿色生活、资源利用对应指标的乘积评估 2011—
2015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并将测度结果采用ArcGIS10.5软件基于自

然断裂法分为高水平区、中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全面反映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变迁[7]（如图1
所示）。

王礼刚，吴传清：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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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2011—2015）年

（一）绿色发展水平

第一，“十二五”期间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态势，从 2011年的 0.15004提高到

2015年的0.15683，增幅达到4.53%。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这主要受益于增

长质量水平的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资源利用水平的上升，三者对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

响较大，而绿色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不显著。

第二，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综合绿色发展水平也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各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相

差较大，且从长期来看有趋异的倾向。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综合绿色发展水平沿汉江上游、下游、中

游依次增高，中游的襄阳、十堰综合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下游的随州、荆门、孝感其次，上游的商洛、汉中、安

康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由于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绿色资源在空间上向中游城市集聚，而上游城市和下游城市绿色发

展能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未来绿色发展空间较大。

第三，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表现为“核心-边缘”的特征，即典型的核心城市、次核心城

市、边缘城市层级分布格局态势。核心城市襄阳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是湖北和全国的重要的老工业

基地、国家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和长江流域首个百亿斤粮食大市，其

产业体系较为健全，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绿色农业优势明显，经济总量等指标位居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

前列，且近年来较为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治理投入，综合绿色发展水平一直领先汉江生态经济带其他城市，

已在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综合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中位列第一。汉江生态经济带中下游的孝感、荆门、

随州、南阳、十堰等次核心城市组成了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第二方阵。而上游商洛、汉中、安康三个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暂时较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尚未完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稀缺绿色发展

要素不断向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集聚。因此，汉江生态经济带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未来将进一步凸显，绿

色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城市对周围腹地的扩散带动效应可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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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地区

襄阳

商洛

安康

汉中

南阳

十堰

孝感

随州

荆门

汉江生态经济带

2011年
0.15400
0.14508
0.14875
0.14564
0.15037
0.15224
0.14914
0.15107
0.15003
0.15004

2012年
0.15729
0.14787
0.15141
0.14816
0.15042
0.15614
0.15094
0.15357
0.15300
0.15209

2013年
0.16077
0.14819
0.15220
0.14997
0.15184
0.15759
0.15286
0.15557
0.15435
0.15370

2014年
0.16376
0.14716
0.15310
0.15077
0.15376
0.15773
0.15217
0.15598
0.15512
0.15440

2015年
0.16837
0.14892
0.15367
0.15566
0.15588
0.16044
0.15776
0.15295
0.15785
0.15683

均值

0.16084
0.14744
0.15183
0.15004
0.15245
0.15683
0.15257
0.15383
0.15407
0.15341

排名

1
9
7
8
6
2
5
4
3
/

（二）增长质量水平

采用熵值法确定的增长质量指标权重与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增长质量对应指标的乘积之和，评估

2011—2015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增长质量水平，如表3所示。

第一，“十二五”期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增长质量水平稳步提升，从 2011年的 0.00286提升到

2015年的0.00434，增幅达到51.75%。从增长质量水平来看，绿色发展只有建立在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提升的

基础上才能实现，增长质量指标在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始终将保持经济质量稳步增长作为衡量绿色发展成败的重要指标；从增长质量水

平的提高速度来看，汉江生态经济带大部分城市在“十二五”后半段都超过了均值水平，这反映出在党的十

八大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大背景下，汉江生态经济带各主要城市在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由单纯粗放型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经济结构正从增量

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减量化增长模式。

第二，从汉江生态经济带内部来看，各主要城市增长质量水平表现出稳步提升态势，城市增长质量水平

在空间布局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状态。如商洛、安康、汉中等初期增长质量水平较低的上

游城市，其增长质量水平提高速度高于襄阳等初期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落后城

市对先进城市的追赶效应，但它并不足以使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城市增长质量水平在未来达到绝对趋同。另

一方面，各城市之间的增长质量水平差距并未缩小，相反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襄阳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

城市，其城市定位和特有的领导体制是襄阳的政策机制优势，在汉江生态经济带内具有唯一性，要素资源聚

集效应显著，增长质量水平长期处于汉江生态经济带9个主要城市中的首位，其他城市由于地处鄂、陕、豫三

省交界的地域，分别与各省的省会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相隔较远，缺乏省会城市对其有效的辐射带动，因此经

济增长基础一直相对薄弱，虽然增长质量水平提高速度较快，但增长质量水平相对于襄阳依然偏低。

表3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增长质量水平

地区

襄阳

商洛

安康

汉中

南阳

十堰

孝感

随州

荆门

汉江生态经济带

2011年
0.00472
0.00215
0.00107
0.00087
0.00357
0.00318
0.00423
0.00242
0.00357
0.00286

2012年
0.00632
0.00251
0.00155
0.00109
0.00380
0.00320
0.00460
0.00303
0.00418
0.00336

2013年
0.00665
0.00239
0.00195
0.00134
0.00413
0.00314
0.00525
0.00321
0.00484
0.00365

2014年
0.00743
0.00212
0.00219
0.00168
0.00450
0.00329
0.00514
0.00367
0.00504
0.00390

2015年
0.00776
0.00234
0.00241
0.00184
0.00449
0.00387
0.00602
0.00421
0.00609
0.00434

均值

0.00658
0.00230
0.00183
0.00136
0.00410
0.00334
0.00505
0.00331
0.00474
0.00362

排名

1
7
8
9
4
5
2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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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治理水平

采用熵值法确定的环境治理指标权重与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环境治理对应指标的乘积之和，评估

2011—2015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环境治理水平，如表4所示。

第一，“十二五”期间汉江生态经济带环境治理水平迅速提升，从 2011年的 0.00274提升到 2015年的

0.00577，增幅高达110.58%，远高于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其他准则层指标的增长速度，这反映出环境治

理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十二五”期间各城市坚持“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

发要生态环境先行”的原则，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

念，深入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综合治理，特别是汉江生态经济带建

设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后，相关生态环境建设、污染防治的指标得到进一步明确，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第二，从汉江生态经济带内部来看，9个城市的环境治理水平都呈逐年上升的状态，但上升速度各异，且

差别显著。例如，2011—2015年襄阳环境治理水平从2011年的0.00280提高到2015年的0.01208，五年间增

幅高达 331.43%，位居汉江生态经济带 9个主要城市的首位；而随州同期环境治理水平提高速度仅为

10.71%，从增速指标来看，随州暂处汉江生态经济带9个主要城市的末位。汉江生态经济带环境治理水平整

体呈现分异趋势，有的城市在环境建设与治理方面见识早、谋划早、启动早，推进建设成效明显，有的城市则

因前期“三高”产业一直是当地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环境治理进度较慢、治理效果相对较弱。

第三，汉江生态经济带环境治理水平排名前三的城市襄阳、十堰、荆门在增长质量水平提高速度排名中

同样位居前三（如表3所示）。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汉江生态经济带沿线城市曾过度追求经

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忽视了汉江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和生态容量的有限性，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治理目标

长期不平衡，导致汉江生态经济带的环境治理一度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环境“账户”透支严重。党的

十八大以后，汉江沿线城市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坚持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两手相促进、相协调，循环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城市生活污废处理率提高，农村面源污染得到

有效控制，环境治理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呈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8]。

表4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环境治理水平

地区

襄阳

商洛

安康

汉中

南阳

十堰

孝感

随州

荆门

汉江生态经济带

2011年
0.00280
0.00160
0.00280
0.00240
0.00261
0.00467
0.00184
0.00196
0.00396
0.00274

2012年
0.00350
0.00179
0.00422
0.00329
0.00240
0.00491
0.00210
0.00189
0.00511
0.00325

2013年
0.00575
0.00175
0.00423
0.00364
0.00294
0.00516
0.00247
0.00290
0.00487
0.00375

2014年
0.00780
0.00197
0.00405
0.00483
0.00419
0.00496
0.00230
0.00242
0.00485
0.00415

2015年
0.01208
0.00301
0.00412
0.00727
0.00544
0.00609
0.00624
0.00217
0.00549
0.00577

均值

0.00639
0.00202
0.00388
0.00429
0.00352
0.00516
0.00299
0.00227
0.00486
0.00393

排名

1
9
5
4
6
2
7
8
3
/

（四）绿色生活水平

采用熵值法确定的绿色生活指标权重与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生活对应指标的乘积之和，评估

2011—2015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绿色生活水平，如表5所示。

第一，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生活水平提高速度表现为波动起伏的态势，从2011年的0.00306提高到2014
年的0.00390，2015年回落到0.00376，五年间增幅为22.87%。改革开放以来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在经

历多年的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发了较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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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约束。目前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已由产业末端治理、生产绿色化扩展到消费绿色化。消费绿色化的

核心是提高绿色生活水平，而提高绿色生活水平是汉江生态经济带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本地区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生活水平呈现的波动式上升态势也说明了汉江生态经

济带提升绿色生活水平任重道远，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复。

第二，汉江生态经济带9个主要城市内部绿色生活水平趋异，其中襄阳、安康、汉中、南阳、十堰、孝感、随

州、荆门8个城市表现出较快的提高速度，而商洛绿色生活水平从最初的0.00219下滑到末期的0.00173，5年
间绿色生活水平也低于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城市的平均水平。汉江生态经济带的中游城市十堰在绿色生活

水平中排名第一，这与多年来十堰高度重视本地的绿色发展和自身地理区位有关。十堰作为国家主体功能

区战略中明确规定的重要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和秦巴生物多样性保育区，长期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先行，

把修复当地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摆在压倒性位置，提升绿色生活水平成效较为明显。襄阳作为汉江生

态经济带绿色增长极在绿色生活水平排序中排位第三，低于十堰与随州，这与其在绿色发展水平、增长质量

水平、环境质量水平、资源利用水平排名中均保持第一的成绩相比有较大差距，这也表明襄阳在提升绿色生

活水平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未来襄阳迫切需要加快提升核心区位城市的绿色发展辐射带动能力，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第三，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间绿色生活空间分布呈现突出的点状分散集聚态势，汉江生态经济带

主要城市绿色生活水平差异有逐渐拉大的趋势，2011年绿色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十堰和最低的城市孝感的

差距为 0.0027，到 2015年绿色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十堰和最低的城市商洛差距为 0.00585，差距扩大了 2.2
倍。这表明绿色公共资源和基础服务设施主要集中于汉江生态经济带少数绿色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如襄

阳、十堰、随州，而其他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在发展城市绿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健康服务等绿色产

业，倡导人们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起步较晚，提升绿色生活水平力度有待

进一步加强。

表5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生活水平

地区

襄阳

商洛

安康

汉中

南阳

十堰

孝感

随州

荆门

汉江生态经济带

2011年
0.00351
0.00219
0.00237
0.00189
0.00196
0.00645
0.00178
0.00466
0.00276
0.00306

2012年
0.00415
0.00226
0.00277
0.00236
0.00199
0.00600
0.00198
0.00604
0.00356
0.00346

2013年
0.00475
0.00155
0.00304
0.00271
0.00212
0.00636
0.00228
0.00631
0.00378
0.00366

2014年
0.00462
0.00167
0.00339
0.00290
0.00288
0.00680
0.00238
0.00647
0.00399
0.00390

2015年
0.00465
0.00173
0.00343
0.00324
0.00321
0.00758
0.00265
0.00369
0.00369
0.00376

均值

0.00434
0.00188
0.00300
0.00262
0.00243
0.00664
0.00221
0.00543
0.00356
0.00357

排名

3
9
5
6
7
1
8
2
4
/

（五）资源利用水平

采用熵值法确定的资源利用指标权重与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资源利用对应指标的乘积之和，评估

2011—2015年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资源利用水平，如表6所示。

第一，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利用整体水平呈缓慢提升态势，仅由 2011年的 0.14137上升至 2015年的

0.14297，增幅只有1.13%，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整体利用效率几乎一直停滞不前，资

源利用水平的提高速度在绿色发展四大子系统中排名最后。这表明在技术给定和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

况下，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步入边际产量递减阶段。因此，在短期内生产技术不发生改变的

王礼刚，吴传清：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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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加大资源要素投入规模和利用的强度并不能成为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手段；

从长期来看，只有大力推广无公害绿色生产技术，拓展绿色生产可能性边界，才能较快地提升汉江生态经济

带资源利用水平，全面加速其绿色发展进程。

第二，汉江生态经济带9个主要城市资源利用水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同效应，在整个“十二五”期间，

汉中、荆门、商洛等基期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的城市，其资源利用水平增速超过襄阳、随州等其他基期资源利

用水平较高的城市；但从均值水平来看，基期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的城市汉中、商洛、荆门在均值排名中依然

排名后三位，这表明基期资源利用水平对5年间均值排名的影响大于资源利用水平增速的影响，资源利用的

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个地区的最初生产技术水平和绿色资源的配置规模。

第三，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资源利用水平表现出较为稳定的高强度点状分布格局。襄阳在“十

二五”期间资源利用水平一直稳居汉江生态经济带各城市中首位，这与近年来襄阳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绿色实践密不可分。襄阳现拥有6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和11个省级循环经济

试点，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资源高效利用模块，在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进程中取得了良好的示范

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汉江生态经济带资源利用水平“一枝独秀”，上游的商洛、汉中等

部分城市位于秦巴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小城镇发展缓慢且规模较小、资源集聚功能较差等原因，矿产综合开

发利用水平偏低，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上游地区城市绿色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亟需提升。

表6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资源利用水平

地区

襄阳

商洛

安康

汉中

南阳

十堰

孝感

随州

荆门

汉江生态经济带

2011年
0.14298
0.13913
0.14251
0.14048
0.14223
0.14194
0.14130
0.14204
0.13975
0.14137

2012年
0.14333
0.14131
0.14287
0.14142
0.14222
0.14202
0.14226
0.14261
0.14015
0.14202

2013年
0.14362
0.14251
0.14298
0.14228
0.14266
0.14292
0.14287
0.14315
0.14086
0.14265

2014年
0.14391
0.14140
0.14347
0.14136
0.14219
0.14269
0.14235
0.14343
0.14124
0.14245

2015年
0.14389
0.14183
0.14371
0.14332
0.14274
0.14290
0.14285
0.14288
0.14258
0.14297

均值

0.14355
0.14124
0.14311
0.14177
0.14241
0.14249
0.14233
0.14282
0.14092
0.14229

排名

1
8
2
7
5
4
6
3
9
/

三、提升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常态下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必然选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定位是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围绕汉江生态经

济带主要城市增长质量、环境治理、绿色生活、资源利用等瓶颈问题，应从坚持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差异化

发展、完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与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着手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双赢[9]。

（一）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差异化发展

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是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的重点内容。按照已颁布实施

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可划分为国家、省级层面重

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域等空间单元。在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

绿色发展进程中，应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区域差异化协同发展[10]。考虑到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以

及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实际与需求，可将安康-商洛段定为“水源保护与特色产业区”，十堰-南阳段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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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库区保护与绿色产业区”，襄阳-孝感段区域定为“中下游重点发展区”，分门别类地制定符合上中下游主

体功能定位与差异化发展导向的官方绿色发展评价体系，覆盖绿色发展的各准则层，包括资源利用、环境治

理、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程度等绿色发展核心内容。原则上，可每年测评一次，将测评

结果向社会公布，并赋予适当权重纳入年终政绩综合考评体系[11]。

（二）完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

推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绿色发展，必须具有全流域意识，加强流域深度协同发展，完善跨地区、

跨部门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建立生态环境大数据保护与预警应急体系，实行流域生态环境信息共享

共治；加强汉江生态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在流域行政管理方式改革进程中激发沿江上中下游城市绿

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依托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积极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改革[12]；

根据不同补偿标准，对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不同功能区进行内部横向生态补偿，共建汉江生态经

济带绿色发展走廊。

（三）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汉江生态经济带主要城市应结合自身主导产业特点，围绕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绿色生产体系建设等

内容，对各城市中采矿、钢铁、冶炼、水泥、造纸、石化等传统高碳高排放产业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实施一批绿

色制造示范项目，延伸绿色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传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13]；培育壮大新

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科技含量大、环境效益好、产品附加值高的战略新兴产业，积极促

进汉江生态经济带产业结构迈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建设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汉江生态经济带

主要城市为重点，大力支持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和带动作用显著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如生态旅游、商贸会展、金融保险、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云计算、低碳金融、文化创意等产业，以满足不

同主体多样化的绿色消费需求，引导培育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支撑实体经济的绿色制造业快速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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